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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解构”与“结构”*

———新城市社会学的视角

张鸿雁

摘 要: 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存在着 “解构”与 “结构”的双重嬗变，通
过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分析就能看出典型的 “系统解构”和 “系统结构”的双重不适应
问题。城市化在改变着中国，以往的社会存在被 “解构”的同时，亦表现为某些落后
的社会传统和新社会存在被“结构化”和 “固化”的现象，某些新的社会要素虽然以
新的面貌出现，但却是传统落后文化的翻版，一出现则成为社会进步的桎梏。当代中国
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虽然不完全与城市化进程有关，但是，却与城市缺乏现代
性的建构有关。社会发展阶段性目的之一必然包涵社会现代性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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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变迁引发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一方面使传统社会的某些存在出

现“解构”过程，另一方面对新的社会发展又表现了某种 “结构”的过程。这种双重社会变迁
过程所表现出社会变迁和社会问题的多样性，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方式，可谓聚

讼纷纭。其中某些观点往往把社会变迁仅仅归结为社会的 “解构”过程，也有的观点单纯强调
社会变迁的“结构”过程，并在整体上把当代社会问题的深化归咎于城市化和城市的进化。此
类认识观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具有某种误导性。要能够从更高层面认识中国的城市化引发的社
会“解构”与“结构”问题，必须从历史与逻辑的双重视角以科学态度加以分析，这样才能够
形成一种全景式的新城市社会学的认识观，这也是创造中国社会现代性和城市性的理论与实践的

认识前提之一。

一、城市社会结构变迁: 制度与文化
“我们凡是住在位居世界第六大都会的上海，就可以自由享受到一切异国情调的生活。我不
敢把龙华塔来比巴黎铁塔，也不敢说苏州河是中国的威尼斯水道，但是，马赛港埠式的黄浦滩，

纽约第五街式的南京路，日本银座式的虹口区，美国唐人街式的北四川路，还有那夏天黄昏时候

的淮海路，处处含有南欧的风味。”①这是张若谷从文学角度写的上海———题名是 “异国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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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西文化交汇的海派文化———全球化和城市社会变迁的缩影。在这里既能够
看到中国传统社会的被 “解构”现象，也能够看到现代中国社会的被 “重新结构化”的存在，
上海的生成与发展是中国城市进化与社会变迁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中国城市社会问题演化的

典型大舞台。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的高速增长，使中国走向了国家富强和 “中国式城市文艺复
兴”之路，其显性的表现就是中国城市化的速度既前无古人亦后无来者，仅用 30 多年时间就走
完了西方近 200 年的城市化路程。但由于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过大，“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
典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在世界上是非常特殊的，远比其他发展中国家
突出”①。当代中国一些重大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问题都与这种差异过大的二元经济结构有关联，
其内在关系是城乡之间形成的经济与社会差异，造成了区域间的人口流动、财富流动、信息流动
的不合理性和不对称性，特别是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即分配的不平等和政治的不平等，引发

了更深的社会问题。“二元社会结构”理论创始人 W. A. 刘易斯在描述“二元社会结构”的一般
特征时说，在这样的社会中，既 “拥有雄伟的建筑物、自来水和交通之类的现代都市”，又有
“大量生活在完全另一个世界的乡下人。资本和新思想并非稀薄地分散在整个经济中，它们高度
集中在若干点上，并由此向外扩散”②。这种描述与当代中国城乡关系颇为相似，城乡之间不仅
存在着空间上的隔离，还存在着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空间分配的不公正。城市是一定群体生活方
式集约化展示的空间场域，是社会现代化发展动力和中心，如果城市出现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和不

公正的空间分配模式，往往形成与现代化发展相伴随的社会问题。城市化相关问题不仅越来越深
化，而且发生的频率也会越来越高: 中国城市化，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社会在总体上正在被 “解
构”，另一方表现为相关社会问题在被 “结构化”———固化。
美国城市社会学家 R. E. 帕克曾指出: “可以把城市———包括它的地域、人口，也包括那些

相应的机构和管理部门———看作一种有机体，看作一种心理物理过程 ( psychophysical
mechanism) 。”③ 城市化不仅表现为物质层面的变迁，更突出表现为城市社会文化、市民心理文
化结构和社会价值观的转变。比较中西城市进化的核心价值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城市化的发展是
在市民社会的逐渐成熟中完成的， “城市法人”体系创造了逐渐深化的 “契约社会关系”，在
“解构”的高级化进程中进行新型社会的 “结构化”，对传统社会的整合表现为社会进化的 “优
化解构模式”。进化于传统农业社会经济体系的当代中国城市，虽然有质的变化，但中国城市历
史发展中的旧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土壤表现为固化的模式并长期存在，对传统社会整合的
主体表现方式是在“结构化为主体”的进化中表现为“非优化的局部解构化”过程。
当代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到多元进化的发展阶段，城市结构与规模的多层次化、城市社会发

展的多梯度化、城市结构与功能的复杂化和城市空间系统性的地域扩张化，是中国城市化的本土
化表现方式，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社会的多元化结构和地域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与
此相适应，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相伴随的社会问题也必然是多类型、多层次和多样态的。既包括以
往西方城市进化历史上经历的所有社会问题，也包括西方未曾遇到的社会问题。如在中国不同区
域的跨社会类型的社会结构非平衡关系、信息社会突然来临与大量低教育群体共存的社会现实、
传统社会延续的政治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外来文化冲击与本土化社会主流核心文化价值缺乏
等问题，这些都是以往西方城市化历史所未曾经历的。
中国城市进化对于传统社会的 “结构性”能动大于 “解构性”能动，由此而产生的社会问

题也具有结构性适应和系统性适应进化的问题，换言之，中国城市的进化存在典型的 “系统解
构”和“系统结构”的双重不适应问题，这也就是城市化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特有的 “合理性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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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和“合法化危机”①。城市具有某种社会属性，这些属性包括: 一是对环境的适应。“例如，
一个社会系统必须获得和分配其所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源。”二是发展目标。“例如，一个社
会系统必须确定目标并动员其成员去实现这些目标。”三是整合与协调。“例如，一个社会要想
正常运转，必须要维持社会凝聚力。”四是潜在因素的维持或者模式维持。“例如，一个社会必
须存储、散布观念和符号。这些对于管理社会及其张力都具有根本重要性。” “帕森斯还对子系
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化，特别是生物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高信息’子系统控制‘高能量’子系统。因此，有机体向人格系统 ( 心理) 系统提供
能量，人格系统向社会系统提供能量，社会系统向文化价值系统提供能量 ( 通过人们的活动) 。
文化系统最终主宰着整个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向社会系统提供信息，社会系统向人格系统提供信
息，人格系统向生物有机体提供信息。总而言之，这一理论同马克思的理论完全相反，是文化主
宰着生物、人格、社会，而不是经济主宰着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② 城市作为社会有机
体的存在，其社会进化的本质是人类本原文化的进化，也可以表述为 “城市文化基因”结构性
分化的成长性进化。
学术界对帕森斯理论的理解也是多类型化的，我们通过各种理论比较分析可以这样认识: 如

果要实现未来中国城市进化的优化、要实现城市社会 “解构与结构”机制的适应性发展，必须
进行某种选择性引导: 一是既要适应环境也要对环境负责，创造城市有机化成长的土壤; 二是不

断创造新的目标，特别是要将城市社会全员的福祉建构作为终极目标，并使之成为城市社会进化

的一种动力; 三是创造城市社会进化机能的优化选择能力和选择主体，其核心是契约型社会的文

化内核和市民社会土壤中产生的文化精英群体; 四是建构城市的现代性与 “城市伟大文化”延
续的集体记忆、文化价值、人的现代化与现代技术。而其土壤是具有公共文化空间的社会与文化
机制的结构化———民主化的市民社会和“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发展机制。
帕森斯认为，一般来说，进化 “一方面导致各部分逐渐分化”———我们可以理解为是社会

的“解构”过程; “另一方面导致新的整合形式的建立”———我们可以理解为是社会的 “结构
化”过程。社会整体在内在元素和结构的分化中进化，如果在城市进化中，因为缺乏城市群体
理性和城市最高哲学价值，从而出现固化的社会结构的话，人有可能成为城市机器的附属品，成

为城市机械化生活的“城市动物”，这种进化或者是发展，在表象上是一种进步，如果放在人类
本原进化的长河中来观察，则其本质是一种退化或者是一种 “负进化”。帕森斯理论的局限就在
于对“进化”的认识缺乏辩证的思考，专门化是一种进化，同时也是退化，这是植物界、动物
界适者生存的一种进化机制，社会体系在进化的本质上亦然，任何社会在 “被解构”的同时也
在“被结构化”。人类社会的进化之所以与动物界有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人类本身能够通过理性
化的文化价值再创造形成社会自主选择机制，在积累、创造群体知识和能力的过程中，重新审视
和修正人类本身和社会进化，从而创造社会整体意义上的共同价值，并通过总结和创新来推进城

市社会进化，这一过程表现了人类在进化中创造的 “文化基因”的遗传与整合能力，这就为人
类实现全面进化提供了可能。城市进化除了个体的人本主义的思想解放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每个
个体在城市社会空间里形成了 “全面的社会依赖关系”，从而使城市成为地域生产力的集中表现
形式和生活方式的价值实现地。
从乔治·索罗斯对社会经济理性批判中我们可以反观人类社会进化的社会机制，他在 《开

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一书中说: “有意思的是，经济理论也存在着同样的弱点。地缘
政治学建立在国家之上; 经济学建立在孤立的个人之上，即所谓的经济人 ( home economic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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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概念都是靠不住的，都不能作为这种理论的基础。因为在这里经济人被假设拥有完备的知
识，他们既完全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完全知道自己所面对的机会是什么，并能够根据这些信息

做出理性选择。我们已经明白，这样的假设是不现实的; 我们也知道，经济学如何通过把偏好和
机会看作给定而回避了这种困难。但我们却留下这么一种印象: 人是受其自我利益指导的孤立个
人。现实中，人是社会动物: ‘适者生存’中必然包含合作与竞争。市场原教旨主义、地缘政治
现实主义和庸俗的达尔文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缺陷: 除了狭隘的自利动机之外，不承认其他任何动

机。”① 他强调的人是“社会动物”，不是简单的以 “适者生存”方式发展的，而是通过一系列
的社会行为和群体行为来创造发展机制的———城市进化必然存在多种多样性的动机，有 “正面
的”，也有“负面的”。
通过历史的和国际的双重比较我们看到，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进化，在解决城乡差别这一问

题上出现了典型的社会 “负面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农村和城市间形成巨大的反差，造成了
不平等的社会生活空间和不平等的社会资源分配模式。改变这种差异、矛盾和不平等的生活状
态，是中国城市进化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社会问题的
解决，恰恰需要从缩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差异入手，而直接的方法就是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

对农业社会进行 “解构化”的改造，让亿万农民成为城市人，如孟德拉斯所说的那样，加快
“农民的终结”②。传统农业社会的解构，也是现代市民社会的再结构。
中国社会的“解构”与“结构”有三个质性问题。第一，巨大数量的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转

移。城市人口增长是社会“被解构”的集中表现之一。近些年来中国发达地区的城市外来人口
比重越来越大，如深圳、东莞、苏州等城市的外来人口已经占城市人口的 60% － 75%以上，南
京市近十年来外来人口增加 250 万以上。这些城市中的多数人，在社会 “解构”与 “结构”互
为前提的变迁中，一次次地“被拔根”，又一次次地 “再次扎根”，“扎根与拔根”与 “解构与
被结构”同样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表征。第二，中国土地稀缺的特殊国情。中国之所
以能够出现典型的本土化社会问题，是由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国情决定的。中国人口密度是世
界人口密度平均水平的 2. 5 倍，适合人居的土地面积只有 45%，平原面积比例小，荒漠高山比
例大③。人均水资源占有只有 224 立方米，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 1 /30④。“大城市的发展和人均
耗水量的增加已经到了危及供应能力的程度。”⑤ 中国大部分城市都缺水，如北京、天津、大连、
沈阳、青岛等，这已成为经济发展滞后力⑥。“中国 45 种主要矿产的现在储量，能保证 2010 年
需求的只有 24 种，能保证 2020 年需求的只有 6 种，资源瓶颈已经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⑦

有关资料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温室气体排放源 ( 产生总量 10% ) ”⑧。到目前为止，
中国城市的发展仍然属于 “超资源政治”和 “超经济政治”模式，并在 “超资源经济”的条件
下发展现代化，如土地资源的超经济利用、水电资源的超经济关系利用、矿藏资源的超经济条件
开发等。改革开放以来，耕地减少近一亿亩。⑨ 第三，政府主导下的行政干预型的城市化。政府
主导型城市化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城市区划调整建构下的高速城市化，包括 “乡改镇”、“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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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以北京为例。北京现状年来水量只有 15—18 亿立方米，加上地下水，平水年可用水资源量为 41. 33 亿立方米，其中
26. 33 亿立方米靠超采地下水，遇枯水年现状可用水资源则只有 34. 09 亿立方米。而现在北京年用水量已达 42 亿立方
米，入不敷出。
崔民先主编: 《2006 中国能源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 页。
［英］ 保罗·贝尔琴等: 《全球视角中的城市经济》，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60 页。
参见崔民先主编《2006 中国能源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08 页。



社会科学 2012 年第 10 期 张鸿雁: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解构”与“结构”

居”、“县改市”等，很多农民可谓是 “忽如一夜春风来”，一个早晨醒来就从 “农民变成了市
民”，传统农业社会被快速解构的同时，又被制度型城市化的 “激进”发展和 “强迫”开发而
“快速重新结构化”①，主要表现为一系列制度性固化并形成某种社会发展障碍: ( 1) 城乡户籍管
理制度障碍，( 2) 城乡社会保障制度障碍，( 3) 城乡就业制度障碍，( 4) 城乡土地流转制度障
碍 ( 土地与农民的切身利益分离) ，( 5 ) 城乡市民社会文化价值建构的制度障碍， ( 6 ) 城乡之
间文化教育不公平的制度障碍， ( 7) 城乡收入差别的制度障碍。这七项制度型障碍形成一种固
定、典型的非公平结构化制度体系，这种制度型鸿沟在城市化的现代性建构中，不仅没有被解
构，反而被以新的形式固化为某种典型性的结构制度。
总体上，缺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群体良性互动的城市化模式，是导致中国城市化进化滞后

和缺乏有机优化发展的原因之一。特别要指出的是，制度型城市化中的制度型障碍的另一个特殊
结果是，由于社会传统要素的被结构化而固化，很多制度和政策不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和区域性
分类指导功能，行政与政策本身明显地缺乏有效性，其主要表现是: 中国城市化的制度型投入使

城市化被结构为一种“类企业模式”，城市管理者把城市当作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来管
理。把城市当作追求利润的企业，这与城市终极价值———民众福祉最大化的公共目标是背道而驰
的，结果必然导致“城市政绩优先模式”，这是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新倾向和新问题。

二、城市社会进化的动力: “后现代”与 “后都市”
城市化可以表述为“社会解构与结构”双重进化过程，乡村社会被解构后转化为城市社会。

城市与乡村是一对范畴，可谓是此消彼长，传统乡村是以个体性、分散化的生活为其总特征的，
城市则是以全面的、集约性社会依赖关系为其总特征的②。城市化作为“人口的空间重组”的过
程③，深刻表现了城市生活方式的地域性结构扩张与普及，其外在形式是在人口城市化的同时使

产业向一定空间集聚; 内在形式是非农业生产方式的价值创造和城市作为个人价值实现领地的意

义，其社会结构化的核心之一是 “契约型市民社会”的进化④。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的择优选择与积累性选择相结合的有机进化过程。当人口集聚到一定程度

出现某些要素积累过度时，各种各样的城市病就会发生，必然迫使社会出现解决 “社会病”的
方式———社会的“解构”与“结构”，出现社会结构型分化———结构要素的裂变。如在空间上，
城市中心区的部分生产、生活活动向郊区和原农业地带迁移，城市出现结构性的分散化和空间扩
张化的社会变迁。当代中国已经出现了城市人口集中和主城区要素 “逆城市化”的双向空间结
构化的现象，如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广州等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均出现农业人口向城市中心
集中、城市中心人口向郊区扩散的双重双向流动现象，既表现了传统城市空间的被解构，也表现
了城市新空间的再生产，城市空间体系正在被重新结构。这种在传统农业地带上出现城市化的扩
散，是多梯度城市化类型交织的 “后都市化”⑤，在更广阔的地域———原农业地带、郊区形成完
整的生活圈，有独立的就业、生产、流通、生活和消费体系。很明显，在中国高速城市化的进程
中，既有典型的传统乡村城市化的类型与形态，又有典型的城市社会来临的城市社会关系体系

——— “后都市时代”的发展状态。所谓 “后都市时代”就是在城市发展动力、城市发展模式、
城市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上，超过原来的城市意义与价值，使城市化后的城市实现回归自然化和

有机化的再城市化以及城市现代化进化的过程。西方学者皮洛和萨贝指出，正是 “福特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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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为新经济的光芒腾出了空间，新经济建立在灵活专业化生产的基础上，解除了僵化的劳动—
管理关系并且改造了生产方法和技术，产生了成群的小型和中等规模的公司，不再限制于旧的福

特方式都市聚集，在‘新工业空间’里带领经济改革和产生新的 ‘繁荣可能性’”①。这里的关
键词是“不再限制于旧的福特方式都市聚集”，而是在更广阔的地域上创造生活和财富。在 “后
工业”与“后都市化”的社会结构变迁中，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成为社会解构的主体形式，同
时出现了新的“区域核”和新的城市空间 “结点”。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农业社会的 “被解
构”，也是传统城市社会的“被结构化”，而后都市化的进化发展，是城市现代化之后再一次被
解构的社会模式，或许是至今为止人们所设想的理想社会类型。
通过深入研究世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城市社会演变的一般规律②，如城市化

的“S曲线”、城市化四阶段模式③、城市社会变迁的“侵入与接替”、城市社会空间的隔离与区
隔、集聚与扩散空间的生态演化现象等④。除了自然地理条件和生产力水平可能产生的空间结构
多样性的差异外，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⑤，在当代城市化迅速发展的亚洲地

区，随着大城市区域的快速扩展，在大城市之间的中间地带出现人口高密度区、农业活动与非农
业活动高度混合区、劳动密集型工业区、服务业和其他非农行业迅速增长区等新型区域，加拿大
地理学家麦吉把这类地区叫做 “desakota”⑥。这种状态正在被中国的城市化所证明，中国新兴的
开发区、新的城镇正在发展为新的城市，不同层级的中小城镇正在被 “重新结构化”，或直接成
为新的城市，或者直接成为大城市的构成部分。根据这样发展态势，我们有理由重新归纳当代城
市化的主要特征: ( 1) 第三产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服务产业等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城市化
和后都市化的直接动力。 ( 2) 虽然城市人口比重仍然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主要标准，但是，市
民社会成熟属性则是衡量社会现代性———城市性的主要标准。 ( 3 ) 再城市化已经成为社会进化
的主体形式，城市文明普及率的增长是社会现代性的主体。 ( 4 ) 由于资源的匮乏所决定的，城
市化在“解构”旧的社会空间的同时，又固化了新的社会结构空间。
城市进化通过集聚价值扩散效应，形成生产与生活的规模化空间，并在自组织的体系下形成

“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的空间再生产的价值链，从而促进城市向高级化进化并形成有效的高集聚
价值，这种进化与集聚的动力来源于城市的特有功能———极化功能: 解构与结构化的对立统一运
动过程。城市的极化功能源于其财富的集中性、生产要素的集中性、智慧的集中性、人才的集中
性、消费方式的集中性、权力的集中性和组织体系的集中性以及文化理想价值实现方式的集中性
等。马歇尔 ( Marshall) 提出了城市空间的集聚意义: “ ( 1) 知识和信息传递更容易，营造了协
同创新的环境; ( 2) 提供了共享的专业劳动力市场; ( 3) 辅助性工业使用高度专业化的机械，
为集中在一起的众多任务业进行辅助性产品的生产，比起各个工业使用高价机械，自行生产这些

辅助性产品来，更为经济和专业。”⑦ 这些集中性形式构成城市的引力，城市集中度越高，其引
力就越大。英国城市经济学家巴顿把集聚效益分为十大类，这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工商业者
决定他们的企业是否要靠近其他生产者。这十大类可以概括为: ( 1) 本地市场的潜在规模。( 2)
大规模的本地市场也能减少实际生产费用。( 3) 规模与人口影响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规模。( 4)
某种工业在地理上集中于一个特定的地区，有助于促进辅助工业的建立，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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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产业的发展。( 5) 与同类企业在地理上集中，有助于产业聚合和就业。 ( 6) 在产业集中区位
空间，更容易使企业家和相关的高级人才再集聚。( 7) 大城市里金融与商业机构集聚吸引力高。
( 8) 大城市比小城市有更多更广泛的公共设施和舒适的城市生活。 ( 9) 工业的高度集中可以降
低商务成本和增加信任。 ( 10 ) 聚集经济效益的一种相当有力的象征就是，处于地理上的集中
时，能给予企业很大的刺激去进行改革。① 当代新兴工业区的发展和集聚已经证明，企业集聚区
往往也是经济创新区。巴顿的分类和说明仅仅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论及城市要素集聚价值的，虽
然所列比较粗线条，但是已经充分展示了城市作为社会发展中心和社会主要动力的功能。城市化
在工业集聚中，不仅仅是把农村人口简单地聚集到城市里来，它会使那些在向城市集中的农村人

口的社会属性发生巨大的变化。② 在都市生活环境中，各种传播媒介、教育、文化和现代通讯都
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③。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创新载体改
变、解构着每一个人过去，又在新的意义上结构着城市市民的生活本质: 城市既给人全新的生活
的机会，又强迫改变其生活传统。
人类在创造城市的集聚效应的时候，因为人口的不断增长，土地空间不断减少，有些城市会

在一定阶段发生“聚集过度效应”。这里强调的是非平衡的、不合理的 “过度集聚”，或许可以
说是“畸形集聚”。墨西哥、孟买等城市的底层社会群体的集聚就是典型的案例，产生了明显的
“集聚不经济效应”。城市工业企业和人口密度越大，环境污染就越严重，交通就越拥挤，职工
上下班时间就越长，土地和住房的价格就越贵，贫富差别和不安全等社会问题就愈严重。一旦这
种情况形成典型的、大面积过度畸形集聚，就会给城市带来巨大的滞后力，使得聚集的效益随城
市规模的扩大而递减。合理的集聚或者称是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聚，能够使城市的
“发展极”效应充分突显出来。如东京、伦敦、巴黎、纽约、上海和香港等城市。从高度集聚效
应来讲，东京最为成功。其集聚模式堪称是 “华盛顿 +纽约 +硅谷 +伦敦 +巴黎”于一体的世
界区域“发展极”城市，日本人将这一状况称为 “东京一极集中”: 人口是纽约的 1. 5 倍，有 80
多万家企业和近 400 家金融机构集中于此，也是世界企业总部的集聚地。④ 这种集聚表现了城市
与自然环境的嵌入性发展机制，城市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钱纳里和赛尔昆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在工业化后期的城市化动力转型问题⑤，人类社会发展的

历史表明，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是三位一体的自然历史过程。当代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基
本上是在城市化发展的特定时间段落上展开的，城市作为市民社会的舞台，成为社会现代化发展

的平台，城市化表明了整个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⑥。很显然，墨西哥和孟买出现的过
度集聚，其原因主要是社会发展阶段还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城市化的主要动力还是工业化，即

城市社会的现代性和城市性尚未建以完成⑦。从集聚与扩散的城市功能与价值来看，特别是根据
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来看，中国必须走以大城市为主和大都市圈为地域结构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城市群的发展正是城市社会被解构并使城市集聚扩散在更广阔的地域展开的形式。完整、合理的
城市群体系的存在不仅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且也可使地域资本生产率甚至基础设施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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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提高①。以上海、北京和香港—广州为首的三大都市经济圈已经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龙
头，2009 年合计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56794 亿元，占全国经济的比重为 43. 3%。除三大城市群之
外，中国其他地区的城市圈建设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如南京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苏锡常都
市圈、徐州都市圈、杭嘉湖都市圈、武汉都市圈、西安 －咸阳都市圈、哈尔滨都市圈等。“都市
圈化”的发展模式，将会有力地淡化行政区划色彩，提升经济区域的整合功能，促进新型市民
社会的发展，从而有效地提升中国城市的区域综合竞争力。
从 1898 年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理论②，到 20 世纪 80 年代芒福德提出 “有机城市秩序

理论”③，再到当代城市群与城市带为空间形式的后工业社会及后现代化社会的来临，人类城市
进化的历程显示着人类的智慧。乔治·瑞泽尔在 《后现代社会理论》一书中引用有关学者的观
点说: “后现代指的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通常在一种历史的含义上被视为是
紧随在现代时期之后。”“后现代的观念包含着一个新历史时代、新的文化产品以及一种新的有
关社会世界的理想类型。当然，所有这些后现代的要素都享有一种共同的视野，即在最近的若干
年里已经有一些新的和不同的东西 ( 社会的、文化的或知识性的东西) 出现了。这些新的后现
代的发展代表着一种与现代世界不同的另类选择，或者是对后者的一种取代。”④ 中国的城市化
仍然在不同的层面上发展并处在新的进化过程中，与后现代发展相适应的概念已经在中国的城市

化中生成并蔓延，如生态城市、循环社会示范区城市、智慧城市、休闲城市等概念的提出等，虽
然这只是个开始，但是这些新的城市发展模式正在取代旧有的城市形态与模式。抑或可以说，在
中国发达地区，新一轮且更高层次的“社会解构”与“结构”正在发生⑤。

三、城市化发展的现代性: “解构”与 “被结构化”
城市社会变迁本身即是传统社会被解构的过程，任何被解构的社会必然产生新的社会问题，

同时，又会被新的社会关系所结构化。1940 年代，美国的城市社会正处于急剧解构化的过程中，
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因而引发了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富勒和迈尔斯认为: 社
会问题是为多数人所承认的、偏离某些社会规范的社会状况⑥。比较公认的一种说法是 “社会中
的一种综合现象，即社会环境失调，影响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运行，妨碍社

会协调发展的社会现象”⑦。乔恩·谢泼德也提出: 社会问题是多数人认为的问题⑧。在学者们对
社会问题的厘定的概念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问题的共性特征: 多数人的感知与认知、对多数人的
负面影响、与社会进步方向相反的社会现象，同时必须通过社会的力量来解决的问题即是社会问
题。
向现代化高级进化中的城市，必然产生新的社会问题，这与亨廷顿提出 “现代化创造动乱”

的理论如出一辙。那么，哪些问题与城市进化具有 “解构”性关系，哪些问题又与城市进化有
“结构”性关系? “城市的增长可以理解为一种从解组到改组的社会过程，发展永远在一定程度
上包含有这样的过程，只不过当城市增长极为迅速时，我们见到的解组现象更为突出，这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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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日本学者岸根卓朗提出“自然 －空间 －人类系统”的三维城乡立体规划体系，基本思路是“创造自然与人类
信息交换场”等理念。虽然这种规划思想在中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现代世界范围的城市化已经开始了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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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病态现象。犯罪、自杀、离婚等等行为问题，都是解组现象在个人身上的表现。邻里的消
失，以及地方社区中人伦形式的控制作用的消失，就是这一过程中直接致因之一。”① 这里帕克
等人看到的城市社会解构化过程中的一些现象。城市社会高速发展所表现的现代化，迫使城市成
为现代化条件下的高风险社会，城市社会的 “解构”与 “结构”互为表里———从 “解组到改
组”，再到高级结构化的社会结构动态化过程。很显然，不同社会属性下的城市 “社会解构化”
与“社会结构化”变迁的主导关系是不同的，有些城市社会是以 “解构化”为主导形成的社会
变迁，而有些城市是以“结构化”为主导形成的变迁。两者区别在于一个是建构现代性的过程，
一个仅表现为现代化过程，后者的问题是社会大众不能与主导者共享现代化的成果。当代中国出
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虽然不完全与城市化进程有关，但是，却与城市缺乏现代性的建构有

关，其主要表现是城市化发展不充分，城市社会结构变迁出现不合理的社会 “解构与结构”，城
市社会的整体不能够充分共享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成果，这必然会引发深刻的社会问题。
城市进化既然是人类发展的方向和必然过程，城市进化目标、方式、模式就必然具有规律

性，要能够达到有效减少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的目的，必须从科学和理性高度真正认识城市

化和进化的规律，特别是必须真正认识到城市化与城市社会进化发生的结构化关系。城市社会问
题存在的合理性是城市化的结构化问题，只有在 “解构”与 “结构”对立统一的矛盾整合中，
才能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与之相适应的并且是时代性的社会问题，或者说，任何时代和任何理论都

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任何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是社会存在的一种方式。关键是用什么样的方
式让社会问题的存在成为一种中间状态，即能够合理地将社会的解构化过程表现为社会的优化发

展过程，从而使社会问题成为少数人的、暂时的，并能够通过社会主体的创新机制加以解决的问
题。其核心的问题是城市化与城市进化的核心价值是否是遵循以民众的福祉为最高利益。如果一
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城市的整体与核心价值是以人民的价值为主，其社会问题本身的解决手
段就已经存在其中了。我们所看到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问题发展到社会激烈变迁的程度，其本
质原因就是没有把民众的价值作为社会结构变迁与进化的最高价值。城市进化的过程是一个多样
态、混合型社会要素的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既存在内部矛盾，又存在外部矛盾，同时还存在内
部和外部之间的矛盾，而且“城市是一个多支点的非平衡系统”，这使得任何社会变迁过程都可
有能形成新要素和“非平衡的新支点”，从而引发新的社会变迁与社会问题②。
城市社会变迁本身是一个适应性系统的开放过程。城市作为有机体在远离平衡的状态时，需

要吐故纳新，需要新的能量和动力，必然出现多样化的内外扩张性需求来满足有机变迁的内在要

求，这个过程使社会有机体表现为一种 “吸纳外在因素 －调整内在因素 －扬弃旧有因素 －创造
新因素”的过程，形成“解构 －结构 －再解构 －再结构”的不断再高级化过程。但是，由于城
市有机体具有的某种政治属性所决定的，城市社会变迁如果缺乏科学的合理驾驭，就很容易在变

迁中形成 “社会结构空洞”，容易被有害 “菌体侵袭”③。城市中新的因素既容易 “被结构
化”———也许是不成熟的“结构化”，也容易被 “解构”———也许是错误的 “解构”，但是，在
变迁的调整中，这种远离平衡的耗散结构模式，在结构变迁中必然会创造新的城市要素，无论是

不成熟的建构，还是不十分正确的“解构”，都容易衍生出相关的社会问题，并可能演化成新的
社会问题，甚至可能使社会问题升级化。但是，这并不排除社会进步的一面，正如一个健康的有
机体会也“感冒”一样，这种状况有时候恰恰是使有机体走向更健壮的必经过程④。社会病理
学、耗散结构理论、健康社会学、生物社会论、社会解组论、文化失调论、社会结构紧张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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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控制论等，都可以在不同的角度上解释城市化在 “解构与结构”中社会问题发生的原因①。当
代中国，农民转化为市民是一个在 “解构”中 “被结构化”的过程，在这 “被结构化”的过程
中，农民的传统生活被打破，新的社会关系在新地域形成，虽然很多问题如身份、教育等不公平
的现象在制度性的障碍中被重新结构、固化甚至深化了，但是，农民成为市民这一历史趋势代表
着社会的进化与进步。
城市化是社会结构性的系统进化，是整体的进化，因为不可能保证任何社会进化都具有整体

性和均质性，即不能指望一下子解决农民进城的需要和所有问题，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先例; 同

时也不要指望农民一夜之间就能转化为市民。尽管这种转化必然带来新的社会问题，总比那种不
转化———农民仍然过着简单、贫穷和没有价值取向的生活要进步得多，这种转化是必然的，是历
史的需要，这种转化就是一种现代化的解构与结构化的双重进化。如果要保证农民社会向城市社
会的转化和农民向市民的转化的合理性，则需要建构一种保障制度，需要减少不公平的程度和缩

小分配差异。在城市化的进化中，必然会出现一种 “解构”的力量，这种 “解构”的力量来自
于城市“金钱和权力的文化场域”，来自于城市生存的压力体系之中。城市化的 “解构性进化”
和“解构性的社会问题”处于同一范畴，正如城市社会的全面依赖关系造成了人们生活关系的
货币化的倾向一样，社会进化必然需要付出某种代价。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关系是通过货币来联系
的，在城市里，没有货币就等于不能生存，这种压力催生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如传统社会关
系和网络被“解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多建立在金钱与利益关系的基础之上; 传统的家庭关
系被解构，传统的伦理在城市进化中成为社会发展的代价; 传统的诚信关系被打破，被法律上的

契约关系所替代……林林总总的社会虚假和陌生人社会成为城市生活结构的一部分，每一个人被
碎片化在这个城市之中。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 城市就是在这 “结构化”与 “被解构化”的
矛盾和互动中进化的，当然我们也需要自问，当代的城市社会进化是我们人类应该的必然选择

吗? 甚至我们也要真正地反思自问: 这是一种进步或者是进化吗? 正是这样的问题，才让我们从

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更多地探讨城市社会的解构与被结构问题。
另外，在中国城市化的结构与 “被解构”还有很多新问题，如地方 “诸侯经济”功能强化

与中央政府的经济、政治博弈问题②、后现代都市病问题等。还有农村“被解构”后的农业发展
问题，如果在城市进化中，出现农业退化的现象，最终会影响城市的进化和城市的现代化发展。
我们应该更多地看到城市化对于人和社会进化方式的历史性推动作用，只有让农民走进城市，在

城市里建构新的生活方式，才能够实现合理的良性整体进化。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现代性建构成
果已经证明，城市社会来临后的后都市社会使得传统的农村终结，代之而来的是 “都市农业”、
“都市人农业”，这是传统社会解体后的一种新结构体。正如芒福德所说: “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
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必须创立起
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使之能处理现代人类所掌握的巨大能量: 这种创立绝不亚于原先把发展过大

的村庄及其堡垒改变为起核心作用的高度组织起来的城市那样大胆，不创立这种新的组织形式，

城市不可能行使积极功能。”③ 进入城市社会的系统结构之中的，就好象处在一个永恒动态的
“解构”与“结构”之中，当个体被社会结构化为市民社会意义上的 “城市人”时，城市的现
代性就会表现为社会整体形成一个创新土壤，城市 “就是各种族、各文化相互混合、作用的熔
炉”。“就是在这种生动的、潜移默化的相互作用中，新的种族、新的社会形态又产生出来。”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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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中国城市化处于一种典型的社会 “解构与结构化”转型期，才使中国的社会问题
更加显性化; 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极度不平衡性，才使在城市社会结构的高速转型中出现社

会要素发展的不同步现象，结构性的、不同步的、不合理的分化必然导致差异化和社会矛盾的发
生①。如收入高低的分化、职业隔离的分化、阶层的分化、组织异化结构的分化、空间不公平的
分异与分化、文化价值取向非主流化的分化等，应该说在典型的城市化转型期，几乎所有的社会
要素都在被解构而分化，在分化中被重新结构，包括对传统体制、传统组织结构和传统观念的解
构与结构。在社会的“解构”与“被结构”中还有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 当底层社会的群
体生活阶层关系被凝固———被结构化而固化，底层社会的个人和群体上升渠道不充分或者是底层
社会的个人和群体对改变底层自身地位的希望渺茫时，底层社会群体的第一愿望就是打破现有秩

序，使社会出现被解构分化的新格局，为底层社会群体的上升打开通道，这样，底层社会改变自

我现状的变革才有机会，这是以往社会问题尖锐化导致现代化成果丧失的一种社会结构性结果，

这也充分证明了研究社会 “解构”与“结构”理论关系的重要性。因此，要避免这种现象发生，
就应该创造合理、优化的社会 “解构与结构”过程，把属于民众的现代性需要的要素加以结构
化，而不是把“负进化”的要素结构化，进而导致在新的层面形成固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这种
方式必然出现周期性的社会问题和冲突性社会结构变迁。尽可能减少底层社会群体的人口数量，
缩小底层社会群体和中产阶级以上群体的差异，同时建立多种多样的流动渠道和方式，创造底层

社会群体合理的、向上流动的方式，这是降低社会问题发生的重要前提，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良
性社会土壤的建构模式，这也是研究城市社会“解构与结构”的根本目的之一。

( 责任编辑: 薛立勇)

Social De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China s Urbanization: Prospective of New Urban Sociology

Zhang Hongyan

Abstract:China has been changing under urbanization， which makes China experiencing a various
social change. The deconstruction of a previous society also reflects that some outdated social customs and
new society is under structuration and solidif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which means some new social
elements are emerging with new appearance， but turns out as reprint of outdated culture and must be the
shackle of social progress. The phased aim of social development must includ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odernity.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a question of double transmutation of  deconstruction  and
construction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urban modernization from a prospective of new
urban sociology and try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model of urban social modernity and modern civil
society s urbanis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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